恋爱关系中借款合同的成立、生效与可撤销

摘要： 民事诉讼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一般原则，因此在民事案件中原告主张撤销合同无疑会给原告带来举证责任上的负担。在具体的案件中，原告在提出和选取诉讼请求时应当充分考虑到举证责任、举证能力等问题。借款合同是一种实践性合同，合同的生效以当事人的实际给付为条件。同时，原告主张合同未生效可以免除自身的举证责任。
关键词： 合同的成立；合同的生效；可撤销合同；借款合同
Abstract: Civil action is based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who claims who provides the evidence", so the plaintiff's claim to cancel the contract in the civil case will undoubtedly burden the plaintiff with the burden of proof. In specific cases, the plaintiff should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burden of proof, the ability of proof and other issues when making and selecting litigation claims. Loan contract is a kind of practical con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ntract is subject to the actual payment of the par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laintiff claimed that the contract is not effective can be exempted from their own burden of proof.
Keywords: establishment of a contract；Entry into force of contract；voidable contract；loan contract
引言：

时间：2012年

人物：原告：谢昇
被告：王雅萌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赤壁市等
事件：2013年9月，原告与被告通过网络认识，交往逐渐密切。

2014年原告为了家族和睦，多次向被告申明结束双方的关系，但被告不同意，后被告多次要挟原告。

同年6月16日被告和其母亲威胁原告写下一份100万的欠条，并且要求原告出具一份说明书，解释被告违规代客转账的原因。

为了不影响原告的家庭，为了不影响自己正常工作生活，原告被迫于当日下午5时左右在“借条”和一份情况说明签名。

嗣后被告及其母亲多次向原告催款，2016年6月30日原告被迫给被告5万元现金，后又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17万，被告仍不满足，原告又通过手机支付宝转账3万元，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25万元的收据。

后被告继续向原告催余款，但遭到原告拒绝，现原告起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王雅萌辩称，原告所述没有法律依据，被告并未威迫原告签订借款合同，且原告在事后履行了首期还款的义务。

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做出了相同的认定:

1、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短信内容截图、手机短信接收的证言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三借条真实性无异议，借条系原告本人所签字；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四收据、汇款凭证证明原告履行还款义务的事实。证据五通话录音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该录音内容不能说明不存在借款的事实；证据六手机短信截图只是陈述双方之间的感情纠葛，故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借条是原告在被告胁迫与所签；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2、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一情况说明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二证人（钱伟民）证言中涉及原、被告双方发生感情纠葛属实，但对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证言不予承认。

对上述有异议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双方质证意见、答辩意见和庭审询问记录，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如下:
2012年月底原、被告通过QQ网络交友平台认识，以男女朋友的身份开始交往，但交往之初原告隐瞒了已婚的事实。

2014年被告发现原告隐婚状况，遂要求原告解除现有的婚姻关系，并与之结婚，遭到原告拒绝，此后双方及家人多次为此发生争执，在此情况下，原告为了自身家庭和睦和避免被告滋扰，数次向被告提出结束双方的婚外男女关系，但被告均不同意。

原告为了解决此事，双方于2016年6月16日在被告的要求下，由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谢昇因个人原因，需要资金周转，于2016年6月16日向王雅萌借现金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元）。谢昇向王雅萌承诺此款一共分六期归还。

一期伍十万元整（￥500000元）于2016年6月30日之前归还。剩余五期采取每期于每月的30号还款壹十万元整（￥100000元）的方式在5个月内还清。始于2016年7月1日起至2016年11月30日止。如逾期未还款，谢昇需向王雅萌额外支付借款10000000元整（一千万元整）违约金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以上唯恐口说无凭，特立此借条为证。债务一旦还清，互无任何关系，不得互相滋扰，不得感情互相纠缠对方。不得威胁双方人身财产安全。其中任意一方不得以个人自身安全要挟对方。……”同时以原告名义打印了一份伪造结婚证原因说明，证明被告向其单位提供上述伪造结婚证件的行为与被告无关，系原告所为。

2016年6月30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转账给被告170000元及支付现金50000元。当日被告向原告出具“关于2016年6月16日谢昇向王雅萌借款人民币壹百万元整（1000000）的借款合同，今收到谢昇首笔还款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250000）。”的收据。后被告多次向原告催要余款柒拾伍万元，原告认为其行为严重影响了其工作和生活，故起诉至法院。
为此，一审法院认为，在审理过程中，谢昇自认借条上的签名，系其亲笔所写，但辩称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是出于断绝双方往来对王雅萌补偿的目的下签订的陈述意见，经审查，借条内容在格式上和约定上均与正常的借条的格式、约定、交易习惯存在不合理的出入，但谢昇举证证明支持上述陈述意见的证据略显单薄、尚待充分，故谢昇要求撤销其与王雅萌签订的借款合同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作出了驳回原告谢昇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谢昇与王雅萌之间签订的《借条》是否可撤销，谢昇基于《借条》向王雅萌支付的25万元是否可以主张返还。本院认为，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6年6月16日借款人谢昇向出借人王雅萌出具了一张《借条》，并于2016年6月30日通过招商银行转账给王雅萌170000元及支付现金50000元。一、二审中，谢昇均主张出具《借条》时存在胁迫，但又未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条》时存胁迫情形，且谢昇基于《借条》向王雅萌支付了25万元，已实际履行了部分债务，在其履行过程中也未举证证明受到胁迫。

因此，谢昇的主张不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规定的法定情形。

故，谢昇主张撤销与王雅萌之间签订的《借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借条》不符合法定撤销情形，谢昇主张王雅萌应向其返还25万元的请求，二审法院亦不予支持。二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谢昇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键问题：合同合法性的认定 、合同成立、生效和可撤销的认定条件、借款合同生效条件、彩礼性质认定
背景介绍：2012年谢昇与王雅萌通过QQ网络交友平台相识并逐渐建立恋爱关系，期间谢昇隐瞒了已婚事实，直至2014年女方王雅萌方才发现男方谢昇系隐婚，遂要求谢昇解除原有婚姻关系并与自己结婚，遭拒后双方及家人多次发生争执。后男方为解决此事在女方要求下于2016年6月16日向女方出具一张欠款一百万的欠条并在欠条中约定了还款方式、还款日期、违约责任以及相关合同义务。男方通过多种支付方式先后向女方支付了人民币二十五万整，后女方多次催要剩余款项，男方认为不堪其扰遂将女方告上法庭，以欠条内容并非真实意义表示为由向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原借款合同并判令女方返还25万元。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4民初3170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借条内容与正常借条存在不合理的出入，但原告并未能充分证明其陈述意见，故不予支持撤销的诉讼请求，返还25万的诉讼请求也不予支持。后该案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由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在借款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胁迫情形，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2312号《民事判决书》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司法判决。本案原被告将合同争议集中在本案中的合同是否属于可撤销合同上，为此，原告在一、二审中，谢昇均主张出具《借条》时存在胁迫，但又未举证证明在签订《借条》时存胁迫情形，且谢昇基于《借条》向王雅萌支付了25万元，已实际履行了部分债务，在其履行过程中也未举证证明受到胁迫。
正文内容

一、案情简述

原告谢昇诉被告王雅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由审判员严俊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一审法院驳回后，上诉人谢昇因与被上诉人王雅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4民初3170号民事判决，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那么，本案中的原告提出撤销合同的主张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只有这一种维权途径，本文将详加叙述。

二、基本问题分析
本案中主要存在两点争议：一、双方所签订之《借条》是否可撤销；二、该借款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第一点是原告在诉讼中的核心主张，认为该《借条》系原告在被告及其家人的胁迫之下所签订，并被迫向被告给付25万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一方以胁迫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现行《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亦是如此规定。适用本条的关键是要举证证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受到胁迫。如何理解受到胁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六十九条曾对胁迫行为做过描述：“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失或者以给法人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同时，胁迫的方式和程度都必须达到一定的限度要求，如受胁迫的程度必须达到足以使被胁迫者感到恐惧。本案中原告的举证内容并不能有效证明被告及其家人存在胁迫行为，更无法证明因该胁迫行为足以产生恐惧心理。通常实务中对胁迫行为的举证是非常困难的，有人曾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选取了2011-2017年之间有代表性的97个关于胁迫认定的案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91例未被认定胁迫，进一步梳理判决理由可知，其中42.86%的案件因未举证或举证不足而败诉。
鉴于胁迫行为举证的困难性，本案中原告以此作为突破口进行诉讼并不是最佳方案。
第二个争议点是借款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合同当事人，更具体的讲缔约主体就合同内容达成合意之时合同成立，这是一般的情况。合同成立后当事人要受其约束，此为合同约束力，当事人非经合意或符合解除条件不得任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在当今社会，大量财富以合同债权的形式存在，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更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容一方无故毁约。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四十五和四十六条还分别规定了附条件的合同和附期限的合同。其实在罗马法中并未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进行区分，我国原来的立法亦是如此，但《合同法》颁布后对二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当然，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可以同时也可以异时，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是同时的情形，第二款和第四十五条、四十六条规定的是异时的情形。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当合同标的出现履行不能的情况时，以合同成立的时间划分为自始不能和嗣后不能，在传统民事学理上，前者是合同无效的原因，后者则可能发生合同解除、风险负担、违约责任等后果。

回归到本案，该点在诉讼中原告并未提出异议，但该点恰是对原告主张的最有力支撑。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该条明定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即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本案中，被告实际并不存在上述行为，即不存在实际的交付借款行为，所以该借款合同并未生效，至于合同双方是否达成合意已不重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5条之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此时证明该借款合同成立并生效的举证责任在被告方。如此一来，原告不必因胁迫行为举证难而发愁，同时亦无须承担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举证责任。原告方若以此作为诉讼依据，可能会提高胜诉的概率。
另外，从本案是否构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角度亦可尝试分析。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中，行为人为达到非法目的而以迂回的方法避开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又称为伪装合同。对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范意义，有三种代表性学说：不法隐藏行为说、避法或脱法行为说、不法虚假表示说。
过去曾有部分学者和法官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需以双方当事人通谋为必要，但在最高法的判决中已经否认了这一点，
所以应当纠正这种错误认识。本案中，被告在明知原告已婚的情况下却迟迟不愿与其结束婚外男女关系，并且要求原告向其出具一百万元的借条才肯结束这一关系，此行为表示被告存在利用原告不堪纠缠想迅速抽身的急迫性进行“勒索”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借条中所书“债务一旦还清，互无任何关系，不得互相滋扰，不得感情互相纠缠对方”等字句也暗示了此份借条的“非法目的”，在正常的借条的交易习惯中不会出现类似约定。此份《借条》的“目的”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可能性，若法院认定该《借条》的订立违背公序良俗，则可依据“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认定此《借条》无效，进而要求被告方返还25万元的不当得利。虽然本案中法官未予认定，但我们仍可以从此角度进行思考，此亦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案。
在面对合同纠纷时，首先应当明确合同的性质，之后关于合同成立、效力等要素会进一步明确，包括抗辩权的选择、归责原则等。以赠与合同为例，赠与合同系有名合同、单务合同、无偿合同、诺成合同、不要式合同，性质确定后，相应的任意撤销权的行使限制、法定撤销权的行使情形、赠与人的瑕疵担保责任和穷困抗辩权等都随之明确。性质也决定了法律适用，选择恰当的法条依据和答辩角度，可以提出更有效的诉讼方案，增加胜诉几率。
在恋爱关系中经常会因财产问题发生纠纷，其中一类极具代表性的案件就是彩礼返还纠纷。虽然我国法律并不提倡彩礼，但其作为一项古老的民间风俗，在中国有根深蒂固的地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案由区分，此类案件主要有三类：离婚返还彩礼纠纷、婚约财产纠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目前主要可参照的裁判依据是2004年《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下面将围绕《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逐一展开分析。
（一）彩礼的性质。关于彩礼的性质，法律并未予以明确，学界对于彩礼性质的认定主要有定金担保说、一般赠与说、附义务的赠与说、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说和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目前普遍认可的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
该观点将彩礼定义为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若婚约解除，则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若婚约未解除，则赠与行为继续有效，赠与物归受赠人所有。该学说的内涵契合我国现行法律以是否进行婚姻登记为分界点的规定。
（二）彩礼范围的认定。《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彩礼范围是“按照习俗给付的”，这种规定非常笼统，实践中存在大量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之前的财物往来，从种类和给付目的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是大额现金、金银珠宝首饰和价值较大的财物如房产；第二是小额现金、衣物、烟酒食品等；第三是一方付费进行的消费，如婚礼、旅行支出等。
判断是否属于彩礼的主要标准应当是该项给付是否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若仅仅是普通赠与、好意施惠等，则不宜认定为彩礼。另外还可根据给付财物的价值进行判断，若给付的是大额现金或贵重物品，如汽车、甚至不动产，该类财物应当认定是为婚后共同生活所预备，进而可以认定为彩礼。但一些带有回赠性质的衣物、饰品、食品等则不宜认定为彩礼。
（三）“共同生活”的认定。彩礼赠与目的是否达到需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予以考量。给付彩礼的目的是为缔结婚姻，若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本目的未实现，彩礼自然应当返还，这是对彩礼赠与目的是否达到的形式要件判断。从实质要件的考量需围绕“共同生活”的认定展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规定，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应当返还彩礼，如果在给付彩礼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未必要返还彩礼，此条适用的关键在于“共同生活”的认定。在“陈某与陆某婚约财产纠纷”
一案中，陈某、陆某按照农村风俗举办结婚仪式后只在年底或遇家中亲友去世时共同居住在一起，且陆某一直以各种理由故意拖延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时间，此种状况持续两年有余，法院依据二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一段时间为由判决陆某酌情返彩礼，该种认定有待商榷。司法实务中存在三种判断“共同生活”的做法：是否长时间同居、是否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共同居住、是否形成长时间履行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前两种判断标准过于片面和单一，应当以第三种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共同生活”的标准。
（四）生活困难的认定。依法条规定，需因婚前给付彩礼并由此使得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离婚时可要求返还彩礼。因此在诉讼中，给付一方需要证明自己是因给付彩礼而导致生活困难，很多案件因为达不到这样的证明标准导致诉请得不到支持。在标准的认定上各法院不尽相同，有的法院采严格标准，有的则采宽松标准；具体到证据，有的法院认可村委会开具的困难证明，有的则认为仅有村委会的证明不足以认定。在理论上对“生活困难”的认定亦有分歧，主要为相对困难和绝对困难两种观点，相对困难指给付彩礼后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绝对生活困难则指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采用了绝对困难说，所以《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规定的“生活困难”亦应采绝对困难说，但有时法院的裁判却并未严格适用这一规定。
在过去，给付彩礼是一种嫁娶制度，但现在应当认识到彩礼的给付是一种合同之债。彩礼返还请求权的基础实质上是合同之债的返还请求权，给付彩礼的行为在男女双方之间形成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合同，所附之条件即为婚约解除。彩礼的给付属无偿赠与，是为达未来目的而为的给付，给付之后，目的无法达到时，获赠方继续占有的正当性即告丧失，若继续占有财物则构成不当得利，赠与方可要求返还赠与物，即返还彩礼。

追本溯源，不论是恋爱中的借款还是彩礼的返还，本质都是合同的成立、效力、履行及权利义务终止等问题。就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而论，具有缔约主体以及就主要条款达成合意，合同即可成立。
对于一些特别的合同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要件，合同方能成立。比如实践合同，在合意之外还需有物的交付；要式合同，在合意之外还需满足特定的订约方式。在此类特殊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除非双方当事人另有约定或法律有特殊规定，否则合同双方将承担合同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
合同的效力可分为有效、无效、可撤销以及效力未定等情形。合同有效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当事人缔约时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三者齐备，合同即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同时双方须妥善行使合同所赋予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合同无效指当事人所缔结的合同因严重欠缺生效要件，在法律上不按当事人合意的内容赋予效力。
合同无效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确定无效。无效的种类又可分为全部无效与一部无效、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造成合同无效的原因主要有：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关于虚假行为无效之规定，该条源自《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四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之规定；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1点中所述欺诈与胁迫的普通情形已归属到《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至一百五十条，属可撤销，下文将详细阐述，但合同法为保护国家财产就“损害国家利益”做了保留。接下来着重讨论第3点，所谓“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指双方当事人所订之合同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究其合同目的与合同内容是违法的，不应将其解释为以“掩盖”为特征的脱法行为
，更不是侧重调整意思表示故意不一致的虚伪行为。它所调整的是当事人交易实质目的或动机的不法性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
例如，当事人通过虚假的买卖行为达到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文章开篇所论之案例，其中一个分析角度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非法目的的判断要诉诸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
因意思表示不真实，通过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归于消灭，此为合同的撤销。存在撤销原因的合同称为可撤销的合同。
可撤销合同的发生原因主要有四种：1、欺诈；2、胁迫；3、重大误解；4、显示公平。欺诈包括欺诈行为、欺诈故意、因果关系和欺诈违法性四个构成要件。所谓欺诈行为，《民通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欺诈故意必须有使相对人陷入错误的故意和相对人基于此错误认识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故意，此为双重故意。因果关系自不必多言。欺诈的违法性要求该欺诈行为违反法律、诚实信用原则，且在程度上要达到一定要求。现行法律改变了《民法通则》中对欺诈的规定，《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而且更进一步的规定了第三人欺诈的情况，《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这也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胁迫指不法地向相对人表示施加压力，使之恐惧，并且基于此种恐惧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行为。
类似欺诈，胁迫亦包括胁迫行为、胁迫人故意、胁迫违法性和因果关系四个要件，胁迫行为如何前文已述，胁迫故意由使被胁迫人产生恐惧心理的意思和使其基于该恐惧心理为意思表示的意思。
重大误解条文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理论性的探讨不详细展开，以几个实例明确之，例1，甲欲将某手机以4800元的价格卖给乙，但在给乙发送的短信中误将价格写为480元，此种错误在学理上称为“表示错误”，构成重大误解。例2，甲欲以100万元的价格将房产出卖给丙，请乙传话，但乙在传话时错误表达为10万元，此之为“传达错误”，在传话者过失的情况下构成重大误解。例3，甲收藏一名画，乙断定为A画家所作，以高价购得，后发现系B画家所作，此为对标的物性质认识错误，构成重大误解。另外还有动机错误、内容错误、对标的物价值认识错误等情形，不一一赘述。显失公平规定在《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一条，改变了此前《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将显失公平与趁人之危分开规定的模式。构成显失公平需具备主、客观两方面要件。客观要件上的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显著不相称。
主观要件指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例如患者患有危及生命的疾病急需用钱，老年人在金融从业人员的劝诱下购买了风险高收益低的理财产品等。注意此处的“利用”系故意为之。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情形相较于欺诈与胁迫更易于举证。同时，根据《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七十一条：“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所以在举证证明存在重大误解时有具体的参考依据和类型，可操作性更强。而依据现有的对显失公平的实证分析，在187个有效案例中，有83例法院认定涉案合同构成显失公平，比例为44.39%，
远高于胁迫的认定情况。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认定不仅可依构成要件，还可参考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习俗、交易习惯等。
因欺诈和胁迫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加之存在第三人介入的情况，在实务中很难进行有效举证，开篇讨论的案例就是这种情况，当事人无法对受胁迫事实的发生提供有效证据，导致所提主张得不到支持。特别是语言的威胁或者第三人的胁迫的情形，其本身不易留下可供取证的痕迹和空间，因此在诉讼中，通过认定欺诈或胁迫行使合同撤销权的主张应当作为保留手段。
小结：
综上，就一般的合同纠纷而言，首先要明确争议合同的性质，以此为起点，围绕该类合同的构成要件明确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时间，若该合同合法有效，则进入具体的争议解决中，以合同性质为核心，寻找是否存在任意解除权、履行抗辩权等权利；若合同无效，则应当区分自始无效和嗣后无效，二者对应不同的解决办法；若合同可撤销，则应明确属于哪一类可撤销合同的类型，针对具体类型进行分析、举证，此处还应注意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时间问题;若合同效力未定，则应区分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还是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进行完上述程序后再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分析，有针对性的寻找案件突破口，以给当事人提供最佳的诉讼方案，有利于降低诉讼成本并最大程度保护当事人利益。
附件：PPT课件

思考题：

1.合同撤销的情形有哪些？实践中主张合同撤销是否便于实现？

2.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条件？合同法分则还有包括哪些生效要件？
� 编写者：杨峰，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知识点：合同的成立、合同的生效、可撤销合同、合同的无效、“彩礼”性质认定等


  案例真实性：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处理的民事案件


  案例来源：公示判决书，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4民初3170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2312号《民事判决书》


� 参见徐华：《胁迫实证研究》，东南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页。


� 各学说的具体观点可参见冉克平：《“恶意串通”与“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在民法典总则中的构造——兼评《民法总则》之规定》，载《现代法学》2017年第4期。


� 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35号民事裁定书


� 参见郭英华、杜琼：《彩礼返还行为刍议——兼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及相关规定》，载《行政与法》2019年第2期。


� 参见马忆南、庄双澧：《彩礼返还的司法实践研究》，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2017）苏0681民初3166号。


� 参见郭英华、杜琼：《彩礼返还行为刍议——兼释《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及相关规定》，载《行政与法》2019年第2期。


� 黄娟：《彩礼返还的基础及规则控究》，载《工会论坛》2006年第5期。


� 参见王泽鉴：《民法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5页。


�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页。


� 脱法行为，又称规避法律的行为，指以迂回手段的行为，规避法律的强行规定。


� 李伟平：《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法律行为无效条款的独立意义——以“北京博创英诺威科技有限公司与保利民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为研究视角》，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8期。


�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43页。


�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57页。


� 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释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74页。


� 段宣荣：《显失公平实证研究》，东南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7

